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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亨廷顿的福山〔∗〕

———从保守主义到保守的自由主义

○ 杨光斌,杨端程
(中国人民大学　政治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第三波民主化非但没有带来“历史的终结”,反而因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转

型而导致的民主回潮和普遍的无效治理而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对时代极为敏感的福

山又适时地提出了政治秩序原理,即时序性的强国家—法治—民主问责,是构成良政的

基本制度.在我们看来,福山的政治秩序原理其实是回到４０年前«变革社会中的政治

秩序»的基本观点乃至基本论述,亨廷顿强调时间性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性,并给出了

“权威—秩序—发展”的政治方案,这是福山政治秩序原理的直接思想资源.因此,福山

的政治秩序原理没有什么思想性贡献.如果说亨廷顿是典型的战略保守主义者,福山

的立场则从自由主义演变为保守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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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９０余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

入政治转型的大潮,向自由民主政体敞开怀抱.在理论界,挟冷战胜利余威的

“历史终结论”则甚嚣尘上.在福山看来,西方文明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

进的历史是一部普遍史,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也必然要走这一条路,人类社会将

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因此,政治发展的过程并不重要,因为经济社会转型将自然

地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发生,眼下的第三波民主化便是结构性的自然转变.“历史

终结论”的提出,不仅使得自由民主成为西方在冷战后继续推行的意识形态,而

—５—



且直接导致了“民主革命”成为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然而通过３０多年来的跟

踪观察,第三波民主化非但没有使拥抱自由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并

驾齐驱,不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三大悖论”〔１〕,而且出现了治理能力低下的困境,
甚至因为政治制度脆弱崩解而陷入失败国家的深渊〔２〕,使得世界政治的民主化

长期陷入低质量的停滞状态,消弭所有试图深化改革的可能,乃至滑向“民主衰

退”〔３〕.
事实上,民主化理论对于作为结果性理论的自由民主的过度迷信,使其必然

忽视了作为过程性结构的历史、社会、文化〔４〕条件,从而出现转型国家的危机,这
迫使福山重视起在政治发展逻辑中的“时间性”问题.在近著«政治秩序的起源»
中,福山表示自己回到了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政治发展

的“时间性”分析〔５〕,因而强调国家—法治—民主问责制的政治发展序列成了近

年来福山一以贯之的路径.

一、回到亨廷顿理论中的“时间性”

高度关注政治发展中的过程性结构,对政治发展诸变量之间排列的重视以

及从“时间性”维度考察事件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历史制度主义分析的主要范式.
在此之前,其他学派在探讨政治秩序演进的逻辑时也不同程度地涉及“时间性”
这一概念,比如亨廷顿在其不败的经典«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对政治发展

的时间性分析.
二战的结束致使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走向全面崩溃,新兴国家纷纷登上

历史舞台,开启了新一轮的现代化浪潮.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乐观主义认为,发
展中国家只要经济发展了,就自然能转型为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经

济发展带来民主的思维方式不仅成为一种“路径依赖”,而且一度成为美国决策

部门对外援助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６〕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对于广大发展

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带来的却是政治动乱.对此,亨廷顿提出了一条迥异于经

典现代化理论的政治分析路径.在他看来,对更多发展中地区而言,有关动荡、腐
败、威权主义、国内暴力、制度衰败及政治崩溃的理论才能够解释这些现状.〔７〕

事实上,对较晚进行现代化的社会而言,若要变更传统的社会势力、利益、习
惯和根深蒂固的制度,必须首先进行集权.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正是因为缺少权

威,才容易受到知识分子、军官、学生等社会各个势力的摆布,既缺乏自主性也无

法实现公共利益.同时,摧毁盘根错节的传统权益还需要动员并吸纳社会中新

的政治力量参与政治.〔８〕另一方面,由政治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加剧了政治不

平等而社会动员削弱此等不平等的合法性,二者的结合便产生了政治动乱.〔９〕因

此,政治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决定了现代政治秩序并不会在传统社会

裂变中自发地产生,政治机构必须随着日益分化、变得盘根错节的社会势力而作

出相应调整,变得更加复杂化、权威化和制度化〔１０〕,建立“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化权

威结构”———公民政体适应政治参与.反之,在没有集权创建强有力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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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扩大政治参与则会出现普力夺政体,加速内乱,导致政治衰败.〔１１〕

因此,当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现代化、大众参与、政治发展之间“难以抉

择”〔１２〕时,应当首先集中建立起统一有效的政治权威.使政治制度化水平能适

应大众参与水平,进而形成政治秩序,保持政治稳定,才能助益政治发展.因此,
从“时间性”的分析维度出发,亨廷顿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最好

的选择是按照“权威—秩序—发展”〔１３〕这一路径,这也成为后来福山“制度三支

柱”理论的模板.
亨廷顿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中的“相容性假说”,指出“现代化中的好事并不总

是一起到来”〔１４〕,福山也承认政治发展的各方面并非一蹴而就.〔１５〕历史的行程

总有其惯性,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如今在转型国家中再次上演.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民主转型中非但没有实现政治发展,反而导致治理失效乃

至国家失败.这些促使福山认识到“软弱制度和没有制度的国家,不管走不走现

代化道路,都会摇摇欲坠”〔１６〕.因此,福山首先在名为«国家构建:２１世纪的国家

治理与世界秩序»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承担核心

职能的基础建立在强大的国家之上,强化国家制度建设是当务之急.〔１７〕随后福

山相继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本近著中通过比较历史

分析的方法对政治发展的逻辑做了进一步探讨,提出构成现代政治秩序的“制度

三支柱”即强大国家、法治与问责制政府,并指出这三种制度并非同时发生,而是

有次序地铺展:首先是现代国家建构,其次是法治,最后才是民主问责制〔１８〕.
在福山看来,国家应当摆在政治秩序演进过程中的第一位置.为了避免这

一主张与自己最初的理念———“自由市场主导、国家越小越好”相悖,福山辩称,
应当区分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强度,“最佳的改革路径是在缩减国家职

能范围的同时提高国家力量的强度”.〔１９〕那么如何实现这条改革路径呢? 福山

又提出,强大的国家能力必须要受到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的约束,因为仅有强国家

而无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的约束会导致专制政府的出现;而法治和民主的建立有

赖于现代国家有效行使其国家能力,如果有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但无强国家则会

落入低能力民主的国家陷阱中.〔２０〕因此,只有强国家、法治以及民主问责制结合

起来并维持平衡的自由民主制,不仅要比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政体更公正,而且更

有助于自己的国民.〔２１〕

二、回到“权威”的“强国家”

欠发达国家的制度标志就是政治秩序的丧失及由此导致的混乱,以致国家

(政府)职能不能正常履行.因此,政治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

秩序”〔２２〕.从世界政治的演化历史来看,能提供合法公共秩序的便是有“一定水

准的政治组织”〔２３〕———政治权威.在这其中,“国家是政治权威的中心,具有明

确的身份和制度,也具有集中统合资源以实现政治目标的能力”.〔２４〕因此,发展

中国家因失序而导致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能提供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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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只有政治权威,这就是“国家”.正因为国家拥有超越社会本身的自主性

才能够“超越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代表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２５〕.如前所述,第
三波民主化削弱了国家能力,甚至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制

度之前就已经解构了国家,从而陷入了暴力、冲突、内战等混乱不堪的政治衰败

局面,苏联解体后在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中东等地所爆发的“颜色革

命”,无不因缺少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和国家制度或是陷入动荡或是土崩瓦解.同

样,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广袤非洲大陆中一些国家退回到军人政权,拉美多国政府

面对大批艾滋病感染者、兹卡病毒感染者、毒品泛滥的困境,阿富汗、索马里等国

的贪污腐化、暴力横行、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境地,也都是因为缺少权威性国

家.另一方面,国家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政府的有效治理又很难建立起来,造
成了恶性循环.正因为陷入上述治理的困境,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的２０多年

里,所有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公众对民主的支持率在急剧下降的同时对“强大而有

效政府”的支持率却在迅速上升.〔２６〕反观在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实现经济起飞为

民主转型奠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无不依赖于强大而有效的政治权威和国家能

力.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结合亲自参与一些国家重建的经历,让福山重新审视国

家建构和国家能力.
与亨廷顿一样,福山回到了韦伯主义“合法地垄断暴力”“非人格化的、中央

集权的官僚制度”的国家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概念进行了要素的再划分,使
之包括政府职能、治理能力及合法性基础等三个维度.〔２７〕在«政治秩序»两卷本

中,福山从国家起源、社会宗教、制度建构等几方面入手,通过比较脆弱国家和失

败国家,福山发现这些国家都具有共同点,即缺乏行政上的有能力政府.因此,
在政治发展序列上,福山指出,国家特别是中央集权的行政部门和官僚体系一定

要先于法治和民主之前建立起来.〔２８〕显然,这个观点回归到了霍布斯主义,更是

直接继承了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中的“强大政府论”.
“国家”重新回归到政治科学视野是“回归国家学派”在对国家自主性的研究

基础上作出的努力〔２９〕,由此而影响了作为去国家化的自由主义者福山.其实,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是一本经典的国家主义著作.

亨廷顿从欧洲发达国家自身的演进历史出发指出,“在１７世纪的欧洲,国家

取代基本法,成为政治权威的本源.”〔３０〕英王亨利八世打击贵族、强化中央集权

而建立的“都铎政体”,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法王路易十四削弱佩剑贵族势力、
强化以王权为核心的中央权力,使法国一跃成为欧洲大陆强国.普鲁士在俾斯

麦集权的“铁血政策”下通过王朝战争,最终统一了德意志各邦进而开启现代化

闸门.早发国家的历史表明,“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政体,具备政策革新能力,权
力分散的传统政体则不具备这种能力”〔３１〕,显然欧洲的这种经验是国家主义导

向的,它表明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前提是实现权力的集中并且建立一个有效的

政治权威,这就是具有自主性的国家(政府),国家(政府)的统治能力是一个逐渐

增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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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化演进的类型则是先扩大政治参与再进行政治权威的建制.亨廷

顿指出,美国人对洛克自由主义哲学的过度信奉,导致没有探索如何设计出一个

有最大权力和权威的政治体系〔３２〕,如何在权力与自由、权威与民主、政府与社会

之间取得平衡以推动民主制度持续运转,一直是美国立国以来的难题.〔３３〕因此,
大众参与虽然使得民主的活力增强了,但随即带来的后果却是民主质量的下降.
因此,美国面临的问题正是自身政治体系内部民主过剩引起的.自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起,随着世界范围内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和国内多元主义的形成,一方面美

国国内大众参与政治的热情不断高涨,一度逼近“参与内爆”〔３４〕,另一方面公共

权力被利益集团渗透乃至俘获,使得美国政府自身的统治能力被削弱,从而引发

了“民主的危机”.〔３５〕对此,亨廷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的职能就是统治.一

个缺乏权威的弱政府是不能履行其职能的,同时它还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３６〕.
因此,即便是发达国家所谓的民主政体,首要解决的依然是如何有效治理的统治

能力问题,这就依赖于政治权威的载体———国家(政府).
虽然亨廷顿作为“政治权威”的国家概念来源于韦伯,但此概念并不局限于

先发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比如政党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社
会经济的现代化虽然会推动旧的权威和秩序走向瓦解,但不一定会自发形成新

的政治秩序.对诸如中国、阿尔及利亚此类的后发国家来说,建立国家的目标优

先于发展经济,因此“谁来组织国家”就成了政治发展中的核心议题.亨廷顿认

为这一进程不仅意味着创建有效的官僚机构,更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系,
其中政党正是最佳的政治组织形式.因此,相比没有政党的传统政体,目标在于

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政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对政治制度的不断调

整来达到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后发国家却不具备这种适应现代国家要求的政

治制度,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却可以扮演此类角色.在亨廷顿看来,以前苏联、
中国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国家体制不仅代表着较高水平的政

治制度化,而且其组成的公共机构还代表国家和民众的公共利益.这些国家的

政党把建立政治组织摆在优先地位,通过革命摧毁旧的政治秩序,建立新的政

权.革命党进而成为唯一的执政党并且有效地垄断了国家权力,成为真正的权

威来源,个人只有通过党组织才能获得权力并且政党可以通过自身的意识形态

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反观战后其他的非共产主义发展中国家,既缺乏强大

的政党也无法建立有效的政党体系,因此陷入治理与发展的困境.〔３７〕

相应地,福山也继承了亨廷顿对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在现代化和政治发

展中扮演角色的重视.在他看来,无论是早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虽然很多国家

的政党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依附主义和庇护政治,但是政党

确实在动员群众参与、推动民主制度化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

是一些国家的政党如中国共产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真正建立了权威并主导了

该国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历程.为此,他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本身是组织纪律

严明的列宁主义政党而不是依附或者庇护式的政党.它是治理中国的权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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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度的自主性,既通过意识形态领导国家,吸纳社会精英,也具有对社会强大

的渗透能力和坚实的群众基础.〔３８〕

三、回到“秩序”的“法治”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间,政治秩序下降,由此又导致政府的权威性、
有效性和合法性频遭破坏是广大亚非拉地区普遍出现的问题.〔３９〕从问题意识出

发,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前言”中提及“政治秩序是一种目标而

非现实”〔４０〕,因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失序与内乱的现实告诉人们,对于大多数处

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地区)而言,“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

法的公共秩序”〔４１〕“法律和秩序是文明首要的先决条件”〔４２〕“民主以法律为基

石”〔４３〕.这种保守主义的秩序观必然首先强调有效的政治权威和制度化的优先

性,同时认为缺乏制度约束的强大政治权威会导致专断.在亨廷顿看来,改革和

革命都是推动政治变迁并带来政治秩序的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后的

政体依然要回归到政治制度化的轨道上来.因此,亨廷顿反复强调的“合法的公

共秩序”中的“合法”以及“制度化的权威”〔４４〕中的“制度”本身就包含着法治主义

的思想.对此,亨廷顿主张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建立起权威后就要限制权威,指
出“权威的代价包括对可以用于政治的手段加以限制,对获得权力的程序加以限

制,对掌握大权的人的作风加以限制,等等”〔４５〕.同时,为了防止魅力十足的领

袖人物滥用权力,必须采用制度化的权力加以限制这一手段〔４６〕,使之“适应于一

套全新的行为准则”〔４７〕,而法治正是使得公共权力得以制度化运行、维护政治秩

序的一种方式.
在福山看来,法治则是“制衡政治权力,包括政治体系中最强大的政治参与

者”〔４８〕的最重要手段.因此,法治的首要意涵在于限制政治权威的公共权力.
福山认为现代政治秩序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之间无休止的暴力和争端,
但国家权力的集中会导致蛮横和专制的出现,进而侵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

此,作为“制度三支柱”的法治作用就格外重要.在福山眼中,法治脱胎于西方的

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传统,传统社会中的宗教机构就是法律机构.对西方早发

国家来说,脱胎于基督教的法治传统认为,虽然国家是必不可少的“恶”,但是为

了将这种“恶”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防止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必须用法治来限制国

家权力.因而从英国１３世纪的“大宪章”确立“王在法下”的传统到美国的费城

制宪确立了以“宪政法治”为核心的“统治艺术的六大发明”〔４９〕,无不彰显着自由

宪政主义的法治逻辑.福山指出,当今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缺点之一是法治相对

软弱,〔５０〕导致政治权威不仅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肆意践踏法治,腐败也遍地横

行.比如拉美国家虽然拥有民选政体却腐败横行,而且总统主导的行政权往往

绕开议会和法院独断专行,俄罗斯政府的高级官员虽然由选举产生但却时常违

法乱纪,等等.
对福山来说,法治的第二重意涵在于确保政治秩序.作为国家重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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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导向应该是“建构以人民主权为基础,以保障人民自由、促进人与社会

发展为使命的现代政治制度体系”〔５１〕,在这一进程中法治便是建构现代政治制

度体系的秩序保障.从中世纪英国国王法庭的法律逐渐演变成普通法,到法德

等国的制定法,法治体系都保障了良好的政治秩序.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也

表明,良好的经济绩效建立在较为完备的法治体系之上.随着民主化浪潮的袭

来,虽然发展中国家(地区)进一步扩大了大众政治参与,但带来的失序混乱也是

显而易见的.近年来,从“阿拉伯之春”下多国出现的“失序的大众参与”到菲律

宾政治世家在“民主”的幌子下推行家族统治,乃至港台地区出现的“违法占中”
和“反服贸运动”,民主绑架法治进而破坏政治秩序的现象概莫能外.

显然,亨廷顿和福山对如何通向政治秩序立论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但落脚点

却一样———回到建立并巩固良好的政治秩序立场上来.相比亨廷顿,福山更加

突出了政治发展进程中法治的作用.福山反复伸张“法治”来源于西方独特的宗

教传统,并认为这是在西方先于国家出现的第一种政治制度,本质上彰显了自由

宪政主义的传统,但是这在政治实践中也导致了一系列悖论:比如福山自己提到

的同样是法治起源之一的伊斯兰教在当代伊斯兰国家中实行的“沙里亚法”就与

现代法治不符;近来沸沸扬扬的香港英籍法官杜大卫判决在“占中”场合执法的

七名港警入狱一案则说明,香港一度引以为豪的“司法独立”法治制度正在摧毁

原有的良好政治秩序;就连福山自己曾经推崇的美国政治制度也因为“政治司法

化”变成“否决型政体”,导致治理能力低下并引发政治衰败.对此,福山直指当

下的美国正在回到１９世纪“依附主义盛行的法院和政党统治的时代”〔５２〕.

四、回到“政治发展”的“民主问责制”

在比较政治分析领域,“政治发展”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可争辩的概念.〔５３〕但

毋庸置疑的是,“稳定”“民主”“治理的有效性”都是从不同维度衡量政治发展的

标准.在福山眼里,从强国家—法治—民主问责制依次展开的这种政治发展次

序论首先强调了国家的建构和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其次才是法治,最后才是民主

问责制.只有将强国家、法治与民主问责制结合起来并使之保持在动态平衡状

态中的自由民主制,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发展.
在亨廷顿那里,政治发展首先并非高度抽象的法治和民主的概念,而是“涉

及创立有充分适应性的、复杂的、自主的、有内聚力的政治制度”〔５４〕,因此对其衡

量的尺度首先是是否建构一个使得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达到高度平衡的现代

政体.对待大众参与高涨的时代,亨廷顿一贯坚持“稳定性是分析任何政治体制

的一个核心维度”〔５５〕.高度制度化的政体能适应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更大规模

的政治参与而不会发生剧烈动荡,因此,政治稳定便是衡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
其次,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本身也是实现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亨廷顿认

为,复杂的政治体系本身代表着较高的制度化水平,体系复杂的政府的各种“组
织和程序代表公共利益的不同侧面”“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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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

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５６〕.因此,政治制度化不仅是政治发展

的标准也成为了政治发展的可行途径之一.
亨廷顿用经典公式表示了现代化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社会动员、政治制度化

等几方面的关系.〔５７〕其中,政治稳定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之间的

关系,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相互作用,社会秩序促进了政治秩序的形成而政治秩

序也塑造着社会秩序.因此,“经济援助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促进政治

稳定”〔５８〕这一论断不仅是随意而且是错误的.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动员和政

治参与的扩大,而与之相应的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停滞不前,当政治参与

的扩大超出政治制度的承受范围就会产生体制过载乃至混乱崩溃的现象,进而

导致政治衰败.因此,强大的政治体制在于较为完善的制度化建设,使得“组织

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５９〕.为此,可以从政府机构、政党、政治参与、军队

等几个维度着手,对制度加以完善.〔６０〕

再者,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离不开政治参与的扩大即民主化.亨廷顿指出,
欧洲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一方面,政治参与的扩大在机构层次上意味着集

中统一的权力从君主向人民会议转移;另一方面,选举层次上的政治参与扩大则

代表着选举议会的权利从贵族依次扩大到不同层级的资产阶级乃至农民和城市

工人.〔６１〕美国则因为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其民主化依赖于政府机构之间权力

的分散,此外其发达的政党政治也推动着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虽然西欧与美

国的民主化路径不同,但二者都启示到后发国家在实现政治发展的道路上必须

开放大众政治参与,进行相应的民主化改革.在亨廷顿看来,强调政治权威和政

治稳定正是为了适应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建立有效的政党体系也是为了能使

大众参与在制度范围以内展开.因此,从传统社会裂解转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

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巩固依然有赖于有效地开放政治制度和扩大政治参与,确保

各种新兴的社会势力能被吸引和同化进而参与其中,使得自身的利益输入能被

集中并表达.〔６２〕亨廷顿指出,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实行权威主义在一

段时间内能卓有成效地促进经济发展,韩国、巴西、西班牙等国家和台湾地区在

威权体制下实现经济起飞即是明证.但是如果执政当局实行权威主义仅仅是为

了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有效地开放政治制度和扩大政治参与的话,导致的后果

将是极其危险的,例如伊朗的巴列维王朝虽然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推动

经济增长,但是没有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来开放民众参与政治,依然被伊斯兰革

命所推翻.据此,亨廷顿指出,从长远来看,民主制度将为大部分人接受和喜

爱〔６３〕,“一个真正合法的政府应该建立在民主实践的基础之上”〔６４〕,也只有民主

才能提供足够的合法性.
相应地,福山认为“政治发展是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演变”〔６５〕,因此,建立现

代政治秩序的最后一个要素在于实现“民主问责制”,为此福山提出了一个很重

要的问题:“问责制”是什么? 在他看来,“问责制”是指“现代的民主国家依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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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来保证政府回应公民的需求”〔６６〕.这一程序如何实现呢? 福山给出的方案仍

然未能跳出自己一贯的观点也是西方主流政治学界的窠臼———以“竞争性”选举

为特征的党争民主.自冷战以来这一条标准几乎成为衡量民主政体与否的金科

玉律.但是２００年来世界政治演化的历史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现实:党争往往

致使政党沦为利益集团分肥的工具.美国的缔造者对党争是高度警惕的,华盛

顿就认为政党是消极的存在,而麦迪逊更是指出相互倾轧的党争会不顾其他公

民的权利和集体利益,破坏社会公益,甚至导致分裂.〔６７〕经济学家奥尔森则通过

对国家兴衰的研究得出———民主体制易于滋生利益集团使得一些利益集团利用

现有政治体制展开寻租为自身攫取利益〔６８〕,进而形成“俘获型国家”“勾结型国

家”等国家形态变体〔６９〕.即使福山本人也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演化为在

“特权阶层内部进行的权力分配”〔７０〕,而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落下帷幕的美国大选

中,房地产大亨特朗普当选总统及其组阁的过程更是从一方面佐证了福山自己

的观察:原本仅仅是在幕后参与并影响美国政治过程的利益集团,已经从幕后走

向前台进而直接上台执政.
同时,福山直言,良好的程序并不一定产生良好的效果,甚至在当代自由民

主国家中对程序的过于崇拜而忽视了实质,是造成政治衰败的根源.〔７１〕这就切

中了问题的要害———民主政体合法性的最本质表现是否是形式上的竞争性选

举?〔７２〕实行选举民主这种制度的转型国家怎么会进一步撕裂了原有的维系社会

的共识呢? 一方面,“如果将竞争程度视作区分威权主义政体与否的唯一标准,
政体类型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７３〕.另一方面,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民
主的运行会导致各个政治势力相互博弈的程度加大,降低政绩合法性.同时,世
界经济形势一旦恶化也会使民众将怨气集中到民主政府上,也会削弱民主政府

的合法性.〔７４〕在这种状态下,人民只能沦为党争的工具而失去了当家作主的应

然资格.同时党争只能进一步加剧社会阶层之间、族群民族之间的对立进而引

发大规模的骚乱乃至战争,政府瘫痪、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反而导向既不自由也

不民主的政治衰败结局.
再者,民主问责制落实到“负责”层面是要为公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然而

现实却并非如此,福山直言不讳道,当今无论是新兴民主国家还是老牌民主国

家,都拙于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未能履行国民所期待的包括人身安全、共享的

经济增长和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内的实质性功能.〔７５〕事实上,亨廷顿早就提

及作为“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政府是创建公共利益的手段.在他看来,“创建政

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

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７６〕.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福山以奥巴马政府时期主推的«平价医疗法»和«多

德—弗兰克法案»在国会审议中命运多舛为例,批判了风行一时的多元民主理

论,认为社会多元利益主体对固有的狭隘利益的过度代表阻碍了代议制民主真

正的公共利益.〔７７〕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是在经历“橙色革命”后建立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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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乌克兰还是广受西方认可的“民主国家”印度,或是陷入权力内斗而腐败

横生,或是在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民生等方面近乎瘫痪,反观西方眼中的“威权主

义”国家———中国〔７８〕则拥有高质量的政府和公共服务.同时,由革命斗争肇建

而来的政党—国家体制使得党内监督、执纪、问责能确保党内责任制度的落实进

而带动国家层面的民主集中制真正对人民负责.由此对比可见,形式上靠党争

建构的“民主政府”既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也缺乏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并不

能真正对人民负责.

五、亨廷顿的保守主义与福山的保守自由主义

作为一种“即时即地”的“情境哲学”,每当面临美国固有的社会制度和秩序

受到外在的威胁和挑战时,保守主义便会应运而生.〔７９〕因此,在作为战略现实主

义政治学家的亨廷顿看来,保守主义的政治发展观要求坚持“有用有效才是好

的”这一实用主义价值导向,因而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建构合法的公共秩序和确保

国家的统治能力才是头等大事.可以说,亨廷顿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者.
相应的是,早年为了捍卫自由民主的普世主义,福山用“普遍同质的国

家”〔８０〕反驳了“文化是确立民主的必要条件”〔８１〕这一说法,坚信自由民主是人类

社会演进的终结形态,充分体现了“反国家传统”的天真而浪漫的自由主义色彩,
因此当年为“自由民主普遍演化”背书的福山是一位“机械的自由主义者”.在亲

眼目睹第三波民主化带来的政治衰败乱象后,重新回到亨廷顿分析框架的福山

认识到有效的政治权威———国家(政府)本来是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前提

条件.出于对政治秩序的守望,福山转向国家建构和优先于自由民主的政治逻

辑使得自己成为一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从这个层面上说,福山看问题的层

次和角度发生了变化,他回到亨廷顿分析时采用的政治发展序列观,在世界观中

加入了“时间性”的要素,避免了早期“历史终结论”的简单粗暴.〔８２〕

然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已经成为历史,福山正是从这些历史中抽象出

一条观念上的“普遍”经验,提出的政治发展的序列观针对的也是处于现代化进

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自身.因此与亨廷顿根本不同的是,福山

仍然没有充分考虑历史、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尽管后来福山表示即便是“丹
麦模式”本身也充满偶然性,不可复制.同时他又表示虽然英法徳诸国现代化的

模式都与丹麦大相径庭,但是最终也都达到了相似的目的地———现代自由民主

制.这些国家都在这一进程中发展出了强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彰显了不同

国家“达到丹麦”的殊途同归.〔８３〕由于对福山来说,所有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是线

性单向发展的关系,每个国家只是处在单一发展线程的不同阶段,最终达到的目

的是一样的,并且如何“达到丹麦”只是当代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问题〔８４〕.这

样对民主化的讨论就失去了严格论证的过程,这种规范性的偏好使得他的政治

发展观依然是一种普世主义的修正版“历史终结论”.
正如卡赞斯坦对世界政治中不同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反思所言,“现代社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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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在工业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现代福利制度、多元世俗主义这一条相同路径上

进化”〔８５〕.事实上,对于先发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每一种发展次序似乎都不

是可选择的,是其民族性和历史文化的一种自然延续和反映”〔８６〕.同时,与欧洲

国家普遍以中央集权自上而下推进的形成路径不同,美国的建国路径呈现出自

下而上的独特状态,这就是亨廷顿反复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美国案例的特殊

性并不具备值得后发国家参考的价值.因此,与制度变迁和经济变革之间的内

在关联性决定了政治这一变量本身的非外生性,因而使得政治发展的“普遍路

径”难以实现.同时,福山为了证明“家族制是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分野”而过

于强调了韦伯意义的国家———非人格化的官僚制度,呈现出强烈的“国家中心主

义”导向,以至于认为过于制度化和精英的操纵造成了政治衰败.但是福山忽视

了国家成长并塑造国家形态的阶级斗争〔８７〕这一关键变量,也回避了亨廷顿眼中

政治发展中制度本身的适应性、自主性.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处

于现在进行时的“世界时间”,非洲社会中已然形成米格代尔所言的“强社会中的

弱国家”〔８８〕,拉美社会则在“普力夺政体”和“公民政体”间来回摇摆,这些困境使

得它们既无法按照福山设想的如同美国那样,“在民主政治体制的背景下建设强

大国家”〔８９〕也无法返回历史按照福山论述的政治发展次序进行机械地依次建

构.同时,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也是要求同时推进依法治国和发展以民主集中

制为根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民主形态而并非机械地依次展开.国家—法治—民主

问责制的演进次序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
政治发展道路只有以强国家为前提基础,但是其本身包含自主性逻辑使得

国家治理要立足自身的历史、社会、文化之根,对当下中国来说,就是从“中国文

明基体论”〔９０〕的角度出发,将“国家有能力,权力有边界,权力受约束”三个要素

贯彻到国家治理的意涵中去,继承传统的民本主义而不能陷入选举民主的形式

陷阱.在防止公共权力不受约束的同时,保持民主与权威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样

才能充分发挥人民民主的优势,形成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对话的“中国方案”.

注释:
〔１〕拉里戴蒙德认为第三波民主化的“三个悖论”主要体现在:１．冲突与共识;２．代表性与治理能力;

３．共识与效能.详见 LarryJ．Diamond,“ThreeParadoxesofDemocracy”,JournalofDemocracy,Vol．１,

No．３,(Summer１９９０),p．４９．
〔２〕相似的表述还可见于〔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

刘青、牛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６页.

〔３〕Yu－tzungChang,Yun－hanChuandMin－huaHuang,“Proceduralqualityonly? TaiwanesedeＧ

mocracyreconsidered”,InternationalPoliticalScienceReview ,Vol．３２(November２０１１),pp．５９８－５９９．

LarryDiamond,“TheDemocraticRollback:TheResurgenceofthePredatoryState”,ForeignAffairs,

Vol．８７,No．２,(March/April２００８),p．３６．
〔４〕国内最先提出比较政治研究应从历史、社会、文化分析范式着手的是王沪宁教授.见王沪宁:«比

较政治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自序”,第１页.

〔５〕〔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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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序言”,第１页.

〔６〕在冷战中为了对抗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现美国自身权益,在经济援助促进现代化这

一对外政策的主导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立了诸如“和平队”(thePeaceCorps)、国际开发署(the

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ID)和争取进步联盟(theAllianceforProgress)等国际组织和机

构.亨廷顿认为,这是源自美国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天独厚的优越性导致的一种“意识形态”.但是这

种意识形态主导的对外政策通常是无效的.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

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８年,第５页.

〔７〕SamuelP．Huntington,“PoliticalDevelopmentandPoliticalDecay”,WordPolitics,Vol．１７,No．

１３,(April１９６５),p．３９３．
〔８〕〔９〕〔１０〕〔２２〕〔２３〕〔３０〕〔３１〕〔３２〕〔３６〕〔３７〕〔３９〕〔４１〕〔４４〕〔４５〕〔４６〕〔４７〕〔５４〕〔５６〕〔５８〕〔５９〕〔６１〕

〔６２〕〔７６〕〔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８、１１９、１０,４５,１０,６,６,８２,１３９,６,２２,３４１,３,６,１９６,６３,６、１９６、６３,６３,２２１,２０、１９、４,５,

１０,１０１－１０２,２００,１９页.

〔１１〕值得指出的是,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中文译本中的几个版本对politicaldecay的

翻译不同,有作政治衰朽,有作政治衰败.〔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

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８年;〔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为了与下文福山著作的中译本统一,统一使用“政治衰败”.

〔１２〕有关“难以抉择”的表述可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

政治参与»,汪晓寿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１３〕虽然亨廷顿的分析路径如此展开,但是其本人并没有像福山对“国家—法治—民主问责制”的现

代政治秩序形成次序进行明确论述,指出“权威—秩序—发展”是依次展开的一条路径,笔者曾经总结道,

亨廷顿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是“秩序与权威下的民主发展观”.参见杨光斌、郭伟:«亨廷顿的新保守主义

思想研究»,«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９５－９６页;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５页.

〔１４〕除了批判“相容性假说”之外,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理论中的其他假说诸如“冲突理论”和“调和理

论”是可以选择吸纳的.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董正华译,第３３４－３５０页.载罗荣渠

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１５〕〔１６〕〔２１〕〔２８〕〔３８〕〔４８〕〔５２〕〔６５〕〔６６〕〔７１〕〔７５〕〔７７〕〔８４〕〔８９〕〔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

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１－４５,４２,

４９２,４５,３３８,６４,４２５、４３４－４４４,２４,２０,２０、４９４,４９７－４９８,４４１,２６,１９３页.

〔１７〕〔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２１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１８〕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序言”,第５页;〔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

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引言”,第７－１２页.

〔１９〕在福山看来,“国家活动的范围”主要指政府承担的各种职能和追求的目标,而“国家权力的强

度”主要指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也就是现在指的国家能力

或制度能力.〔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２１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１６页.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作中,译者将其译作“国家功

能范围”和“国家机构的力量”.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

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５１－５３页.

〔２０〕关于国家能力和政体类型划分的关系可参见 CharlesTilly,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pp．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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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PeterJ．Katzenstein,ed．,CivilizationsinWorldPolitics:PluralandPluralistPerspectives,New

York:Routledge,２００９,p．４２．对此,发展政治学者霍华德威亚尔达也持相近看法,认为就发展的先后顺

序而言,首先建立一个能够致力于民主和发展的政治体系,确保经济增长使得整个社会收益而不是惠及

统治精英.〔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刘青、牛可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６页.

〔２５〕杨光斌、郑伟铭、刘倩:«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形态问题»,«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５２页.

〔２６〕在多数转型国家中,民众呼唤“强政府”的支持率一度接近５０％.参见〔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新

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刘青、牛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２７〕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２１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序”,第３页;〔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

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６４页.

〔２９〕关于“回归国家学派”对“国家自主性”研究的文献可参见〔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

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美〕彼得埃

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切波编著:«找回国家»,方力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２００９年;〔美〕迪特里希瑞彻迈耶等:«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方卿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等.

〔３３〕杨光斌、郭伟:«亨廷顿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研究»,«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９５页.

〔３４〕有关“参与内爆”的表述可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

政治参与»,汪晓寿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６页.

〔３５〕〔法〕米歇尔克罗齐、〔美〕塞缪尔P．亨廷顿、〔日〕绵贯让治:«民主的危机———就民主国家的

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马殿军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４０〕〔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２００８年,“１９６８年英文版前言”,第 XIII页.

〔４２〕〔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第３７２页.

〔４３〕〔５５〕〔６４〕〔７４〕〔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０６、７、４４、２５２－２５４页.

〔４９〕这“统治艺术的六大发明”分别是制宪会议、成文宪法、权利法案、三权分立、司法审查、联邦政府

和联邦制.参见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三):早期现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从民族国家到工业革

命»,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８０－４９５页.

〔５０〕〔８３〕〔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２４、３９２页.

〔５１〕林尚立、赵宇峰:«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页.

〔５３〕美国政治学家鲁恂派伊曾用１０多种不同维度来定义政治发展.相应地,威亚尔达也认为政

治发展的定义和标准是困难的.参见〔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的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７－６５页;〔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

吗?»,刘青、牛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８－４９页.

〔５７〕对此,亨廷顿用公式表示为:１．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２．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

参与;３．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

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８年,第４２页.

〔６０〕这些标准包括有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参与、文官控制军队的

有效系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广泛活动、控制领导人更替和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序

等.〔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０８年,第１页.

〔６３〕裴敏欣:«权威主义说的始作俑者亨廷顿谈权威主义———与哈佛大学政治系博士研究生裴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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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话»,«世界经济导报»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７日,第１３版.

〔６７〕〔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４５－５１页.

〔６８〕〔美〕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李增刚译,上海: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２００７年.

〔６９〕所谓“俘获型国家”通常是指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原本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与政府因

为市场的诱惑而被市场俘虏,财团在影响政治过程甚至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政府成为财团政治的

俘虏.相应地,“勾结型国家”是政府等官僚机构和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的一种状态.此外,还有被经济力量

以外的其他社会力量俘获的其他类型“俘获型国家”.关于“俘获型国家”等工具性国家变体的深入探讨可

参见杨光斌、郑伟铭、刘倩:«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形态问题»,«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５２－５３页.

〔７０〕〔美〕弗朗西斯福山:«中国模式代表集中高效»,«社会观察»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第８９页.

〔７２〕从“合法性”的“立法者”韦伯创立这一概念以来,经过李普赛特、亨廷顿等人的不断改造,期间内

涵是不断嬗变的.特别是第三波民主化开始以来,“竞争性选举”几乎成为衡量“政体是否具有合法性”的

唯一标准.参见杨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２－１９页.

〔７３〕AxelHadenius,JanTeorell,“PathwaysfromAuthoritarianism”,JournalofDemocracy,Vol．１８,

No．１,January２００７,p．１４４．
〔７８〕在福山等绝大多数西方政治学家看来,中国属于“威权国家”而非民主国家.

〔７９〕参见SamuelP．Huntington,“ConservatismasanIdeology”,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Ｇ

view ,Vol．５１,No．２,(June１９５７),pp．４７２－４７３.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以哈耶克为代

表的经济领域的新保守主义还不尽相同,其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主要指反对共产主义、集权主义意识形

态和推崇霸权外交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关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保守主义者政见的进一

步探讨可参见杨光斌、郭伟:«亨廷顿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研究»,«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９４页.

〔８０〕〔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１９９－２２１页.

〔８１〕关于“文化是确立民主的必要条件”“多元文化决定了发展路径多元”等说法可参见亨廷顿:«文

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PeterJ．Katzenstein,ed．,CivilizaＧ

tionsinWorldPolitics:PluralandPluralistPerspectives,NewYork:Routledge,２００９．等.

〔８２〕杨光斌:«“法治中国”时代的新政治科学———政治学立场的政治法学(研究大纲)»,«党政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３页.

〔８５〕PeterJ．Katzenstein,ed．,CivilizationsinWorldPolitics:PluralandPluralistPerspectives,New

York:Routledge,２００９,pp．２９－３０．
〔８６〕杨光斌:«早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次序问题»,«学海»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０５页.

〔８７〕有关阶级斗争与现代国家形成的相关文献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外还可参见〔美〕巴林顿

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

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美〕布莱恩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主

与专制之起源»,赵信敏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美〕迪特里希瑞彻迈耶等:«资本主义发展

与民主»,方卿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等.

〔８８〕〔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９０〕有关“中国文明基体论”的说法可参见杨光斌:«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中国文明基

体论的延续»,«行政科学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责任编辑:马立钊〕

—８１—

学术界２０１７．４学术探索


